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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谈判解决印度在藏特权问题，是中印关系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中印两个新独立的

东方大国为推动两国间新型国家关系建设，围绕作为殖民主义遗迹的印度在藏特权问题进行了

激烈的外交交涉，最终促成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的谈判解决，致使两国在西藏地方的关系出现了

嬗变。两国之间复杂、曲折的外交交涉历程展示了国家利益博弈中的张力与平衡逻辑，留下了

丰富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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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在藏特权问题，是英国侵略西藏的历史遗迹。

印度独立后，对英国的这一殖民主义遗产采取了继承

的态度，使之成为中印两国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新

中国在西藏地方行使国家主权的过程中，中印两国围

绕这一历史悬案进行了激烈的交锋。最终，通过政治

对话与外交谈判的方式，新中国清除了印度在藏特权

中有碍中国主权行使的主要部分，确立了中国与印度

在西藏地方的新关系。

主要是由于资料所限的原因，虽然学术界对新中

国解决印度在藏特权问题已作出了有益的探讨，但学

术积累和前期研究基础仍然比较薄弱。故本文拟利用

解密的中国外交部档案和已经公开发表的相关资料，

重点就中印关于印度在藏特权问题“谈判解决”的交涉

历程及其演进逻辑，进行初步的梳理和阐释，以期有所

弥补。

一、“先解决设领问题”：中印关于“谈判解决”
历史悬案的初步交涉

　　中印正式建交后，因涉及诸多历史遗留问题，两国

之间完全平等的新型国家关系并未真正确立。在“西

藏问题”上，印度为维护其在西藏的特殊利益与影响

力，竭力干涉西藏和平解放，试图保持所谓“条约特

权”，这就同新中国决心全面、彻底地实现和维护其领

土完整、主权统一产生了矛盾。为此，中印之间展开了

激烈的冲突和较量。西藏和平解放后，随着西藏政治

新格局的确立，既存“条约特权”问题日益凸显，为此两

国开始了新一轮的较量。

（一）印度精心设计的谈判要求

早在西藏和平解放期间，印度在干涉中国解放西

藏的同时，提出了在西藏继续享有特权的要求。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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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递交中国政府的照会与备忘录中指出：“依照１９０６
年以来所订立的条约所赋与的权利，印度政府在西藏

有若干商业的和贸易的利益”①，其内容包括：在拉萨派

有代表；在江孜与亚东有商务代理处；在到江孜的商路

上有邮政及电讯机关；在江孜驻扎了一小队卫兵。对

于这些“利益”，印度表示要求“继续保存”②。此期，中

印外交的重点是关于解放西藏的交涉，因此，中国政府

只是以间接的形式表达了对此问题的关注，表示：“只

要彼此严格遵守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及平等、互利的原

则”；“中印在西藏的外交、商业和文化关系，也可以循

着正常的外交途径获得适当的互利的解决。”③

西藏和平解放后，印度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通过

谈判保护其在藏“利益”的要求。１９５２年２月１１日，印

度大使潘尼迦与中国副外长章汉夫会谈时表示：印度

承认并愿意接受“西藏已有的改变”，并认为这一改变

必然使“现存情况有所更动”，而印度政府“希望通过交

谈来保护双方的利益”。为了供中国政府“参考”，潘尼

迦面交一份《关于印度在西藏利益的现状》的备忘录，

列举了印度政府在西藏享有的七项特权。④

印度政府之所以急于提出谈判要求，是经过精心

设计的。

首先，西藏的形势改变后，印度政府对特权问题的

考虑也发生变化：“上策是大方地放弃所有无法得到的

东西，而坚持更带根本性且不必一定有条约作依据的

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权利；如果印度坚持继续享有英国

人过去在西藏强行取得的权利，她将把自己完全置于

理亏的地位。”⑤

其次，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后面临着暂时困难的

局面，在经济上尚需仰给印度，印度政府找到保持其特

权存在的立脚点和突破点。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后面

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和任务是如何站稳脚跟，而经济问

题的解决攸关重要。为此，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工作方

针》在指出“精打细算，生产自给”是最基本环节的同

时，强调“必须做”的是“同印度和内地打通贸易关系，

使西藏出入口趋于平衡，不因我军入藏，而使藏民生活

水平稍有下降，并争取使他们在生活上有所改善”⑥。

由此可见印度因素在经济问题上的重要性。

而且，印度政府对人民解放军入藏深感不安。据

张经武报告：印度前驻拉萨代表沈书美历次与他谈话

时，都表示由于人民解放军来藏后，彼有不安之感；尼

赫鲁在四月份巡视藏印边境时，曾发表言论让边境人

民提高警惕。⑦

在有利时机和不安心理的推动下，印度政府势必

想通过谈判方式确认其在藏特权具有合法性。

（二）中国审慎务实的考量

对于印度在藏特权问题，中共中央有明确的指导

思想，即：“准备将来经过谈判全盘解决的，但必须等待

解放军到达西藏南部边境，西藏军政委员会成立并公

开设立外事机构而且了解和研究了当地的外交及其历

史的情况之后，才能开始这种谈判。在原则上，我们准

备关于印度侨民问题，同意在西藏设一总领事馆；印度

在藏驻军及其它特权必须全部取消，只对于正当商业

关系允予保留。至于朝圣问题，因涉及长期宗教关系，

须研究后，方能提出意见。”⑧事实上，在西藏和平解放

后一段时期内谈判所需的现实条件并不具备，因而中

国政府采取的是“保持现状”的特殊政策。这突出反映

在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请示和中央批复的应持何种态

度与各外国驻藏代表打交道问题上。１９５１年１０月２９
日周恩来致电张经武，指出：“我们目前对在西藏的印

度、尼泊尔、不丹等国外交代表的态度，应采取友好相

处、保持现状的方针。至于同他们开展外交工作的具

体政策，则待西藏军政委员会成立后，再行商定。”⑨中

国政府在这一个具有政策“风向标”性质的关键问题上

的处理方式，表明了其在印度在藏特权问题上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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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简称外交部档藏）：１０５－０００１０－０１，第５页。

《关于印度干涉我解放西藏的备忘录及我对此的答复》（１９５０年８月２６日—１０月３０日），外交部档藏：１０５－０００１０－０２，
第２８页。

《关于印度干涉我解放西藏的来照及我之复照》（１９５０年１１月１日—１１月１６日），外交部档藏：１０５－０００１０－０３，第２８页。
这七项权利包括：一、印度政府在拉萨有代表；二、在江孜与亚东有商务代表处；三、在江孜的商路上有邮政与电讯机关；

四、在江孜驻扎了一小队卫兵；五、在噶大克有商业代表处；六、由于惯例，印度人有在除条约所规定的商业市场外的其它地方进行
商业之权利；七、印度朝圣者有游历冈底斯山和玛那萨罗瓦湖之权利。《章汉夫副外长与印度大使潘尼迦就印度在西藏利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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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藏张并藏工委并印袁大使关于印度尼泊尔在西藏的各种特权进行研究》（１９５２年２月２６日），外交部档藏：１０５－

０００２５－０５，第６７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１９１页。



走向。

然而，印度急于通过谈判以确认其在藏特权具有

合法性，这使中国政府必须作出正面的回应。为此，中

共中央指示西藏工委和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对印度特权

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相应的处理意见，并在此基础

上提出了“逐步解决”的方针。１９５２年６月８日，周恩

来电告张经武关于中央对于印度在西藏权益问题的考

虑：“现中央认为，就目前形势而言，我方立足未稳，情

况未明，不宜作全面解决，但为与印度通商的实际需要

起见，并为安印度之心，拟先解决设领问题，允许印度

在拉萨设立总领事馆，换取我方在孟买设立总领事馆。

其它各项问题，仍然作为悬案，等待情形弄明，准备好

了之后，再逐步解决。”①

对于中央“拟先解决设领问题”的决定，张经武于

１９５２年６月１２日复电周恩来，表示完全拥护。但是，

张经武认为：“在允许其设立总领事馆后，必须有步骤

地取消印方在藏某些权益，作为西藏方面实际取得之

利益，及奠定中央之威信。”其理由是：“根据西藏过去

历史，在形式上不轻易允许外人常住拉萨，而我反允许

其正式设领事馆，恐易引起坏分子之挑拨。”据此，张经

武建议：“（一）印方在江孜、亚东的驻军，最好在谈设领

事馆时能同时解决，其它问题可暂作悬案。（二）印方

在江孜、夹江之商务代表地位争取撤销。该两地印方

代表一切问题由其总领事馆负责处理。”②张经武的建

议是基于西藏形势而作出的考虑，但从６月１４日周恩

来与印度大使潘尼迦谈话的内容来看，这一建议并未

被采纳。

（三）中国提出“一个原则”与“一个措施”

在充分考量解决印度在藏特权问题的必要性和可

行性后，中国政府决定向印度阐明“逐步解决”的思路：

声明“一个原则”并解决“一个具体问题”，然后逐步推

及到其它问题。

１９５２年６月１４日，周恩来与印度大使潘尼迦就西

藏问题进行交谈，阐明了中国政府对于印度在藏特权

问题的原则立场。周恩来指出：中国与印度在中国西

藏地方的现存情况，是英国过去侵略中国过程中遗留

下来的痕迹。对于这一切，新的印度政府是没有责任

的。英国政府与旧中国政府基于不平等条约而产生的

特权，现在已不复存在了。因而，新中国政府与新的印

度政府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要通过协商重新建立

起来，这是应该首先声明的一个原则。同时，周恩来建

议先解决“一个具体问题”：把印度过去驻留在拉萨的

代表团改为印度驻拉萨的总领事馆，并要求中国在印

度的孟买设立总领事馆。其它具体问题，如潘尼迦所

提的撤销印度在亚东的驻军以及在拉萨的邮电机构、

朝圣等问题，可逐步商谈解决。③ ８月２日，印度递交

中国一份备忘录，正式表示同意互设领事馆问题。④

中国声明不承认英国侵略西藏过程中签订的条约

及其特权，事实上就明确否认了印度在西藏特权存在

的基础，确立了中印在西藏地方协商建立新关系的前

提。互设领事馆问题的解决，标志着中印在西藏地方

的新关系迈出一个实质性的步骤。

二、“维护主权”与“维持特权”：
中印在维持旧例问题上的博弈

　　印度在藏特权问题的存在，是严重侵损中国独立、

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问题，对此，中国解决思路是，

用建立在新基础之上的中印在西藏地方之新关系代替

旧基础之上的旧关系。虽然中国已申明了原则立场，

但印度为迫使中国承认其过去之特权地位，有意地在

一系列具体问题上维持旧例，为此，中印两国之间展开

了激烈的“维护主权”与“维持特权”的博弈。其中，以

印度驻亚东、江孜卫队换防和驻锡金专员来藏巡视问

题最具代表性。

１９５３年４月２１日，印度驻拉萨总领事馆雁谒森向

西藏外事处杨公素提出，印度驻锡金专员卡布尔将于

本年七月间来亚东、江孜巡视印度各驻地机关，并谓：

“按过去惯例，印度驻锡金专员每二年必来巡视一次，

但最近二年未来，此次前来系按照旧例。”⑤１９５３年５
月８日印度驻拉萨总领事馆彭巴副领事告知西藏外事

处称：“印度驻江孜、亚东之卫队，按旧例两年一换防，

今年将约有一百人，亚东廿五人，江孜七十五人换防”；

“换防日期确定后即行通知。”⑥

对于印度驻锡金专员巡视事以及卫队换防事，中

国外交部认为：“此两事均系表示印度方面有意迫我承

认其过去特权地位。在西藏贵族面前显示威风，以便

增加我对内对外之困难。”“在目前情况下，即在印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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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过去中英藏不平等条约而取得的特权尚未取消的情

况下，我方对印方按照所谓旧例办事，虽然不能事事加

以限制，然而必须在法律上坚决采取革命的不承认主

义。印方有意迫我承认其任何特权的任何圈套都必须

极巧妙加以挡开或摆脱。”因此，外交部指示西藏外事

处，对锡金专员来藏巡视和卫队换防两事“不予答覆”。

“如果印度总领事馆对此两案再行追问，则答以：此两

事均已报告我中央人民政府尚未得到指示。”“如果印

方直接向我外交部提出，则由我外交部另筹对策，并预

筹对策。如果印方届时仍然巡视，仍然换防，就目前形

势而言，我方也不必加以制止，但必须有所戒备，善于

对付。”①

１９５３年６月２４日、７月２５日和８月８日，印度政

府在其卫队已进行换防的情况下，分别告知西藏外事

处、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江孜、亚东印兵营已确定于７
月１日至８月１日换防；印度驻锡金政治代表卡布尔

将于８月１８日赴亚东和江孜视察沿途印度所设之驿

站，希望沿途中国官员能给予他可能需要的方便。

对于印度政府此种举动，中国外交部指示驻印度

大使馆告知印方：一、关于印度驻在中国西藏地方的武

装卫队问题，“这是一个有关我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

权完整的问题”。“如果印度政府提出撤退印度政府驻

在亚东、江孜的武装卫队，作为解决中国与印度在中国

西藏地方关系的一个步骤，这是中国政府所欢迎的。

如果印度政府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尚需一些时间，我

们也不反对，但对换防办法则中国政府不便同意。”二、

关于印度驻锡金专员卡布尔拟于本月前来西藏视察沿

途印方十一个驿站的问题。“我国政府认为驿站问题

与上述武装同样有待商量解决。但在驿站问题尚未解

决之前，我国政府同意卡布尔前来视察驿站，不过
……‘按过去惯例，印度驻锡金专员每两年必来西藏巡

视一次’……是英国政府与旧中国政府基于不平等关

系而产生的特权。这种情况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则

此卡布尔先生前来视察印方驿站，只能当作一种临时

性的视察行为，它不是旧例的沿用。……如果卡布尔

先生持有外交护照，我国政府按照外交人员身份待

遇。”②

最终，经过中国政府的交涉，印度驻锡金专员卡布

尔来藏巡视事未能成行；１９５３年１０月３日印度政府告

知中国政府，同意撤退其在西藏的所有军事卫队，撤退

的细节由两国政府商定。③ 中印两国在包括上述问题

在内的所谓惯例问题上的激烈交涉，导致印度政府再

次向中国提出通过谈判一并解决所有未决问题的建

议。

三、“接受谈判”：中国对印度再次要求
解决历史悬案的正面回应

　　基于上述维持其在藏特权受挫的原因，印度政府

连续发文中国政府，一方面武断地继续维持其在西藏

享有特权的立场，一方面向中国政府再次提出通过谈

判解决悬案问题。中国政府在时机仍未完全成熟的情

况下，站在争取与印度在西藏地方和国际事务中合作

的高度，决定接受谈判。

１９５３年９月２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就西藏问题致

信中国总理周恩来，在信中尼赫鲁一方面老调重弹，

继续对中国政府所申明的原则和方法进行捏造和歪

曲；另一方面，提出通过谈判全盘解决所有未决问题

的建议。尼赫鲁指出：双方在互设总领事馆后，“即未

采取进一步的步骤以协商解决在西藏的其它问题”；

“零碎地考虑每个问题并不能导致满意的解决”，而

“将所有剩下的问题一并处理，对我们两国都会是有

利的”。因此，他建议：“两国政府尽早考虑所有尚未

解决的问题”……愿请（你们）发出指示，以保证现有

的惯例不受干涉。我愿请阁下的政府在最早的适当

时机，在德里或北京，与我国政府商讨影响我们两国

关系问题的所有此类事项。”④接着，印度外交部于９

月５日交给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一份《备忘录》，指

出：在两国以谈判方式解决所有待解决问题之前，“对

印度政府在西藏之现有机构及安排勿由单方面采取行

动加以改变”⑤。

印度再三提出解决悬案的要求，并且交涉层面上

升到两国总理级别。周恩来批示：“印度籍目前的机会

想在西藏占些临时便宜，但他现再次提出解决悬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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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就印度驻锡金专员卡布尔巡视及印兵换防事复西藏外事处电》（１９５３年６月２日），外交部档藏：１０５－００１１４－
０４，第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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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总理尼赫鲁关于西藏问题的来信》（１９５３年９月２日），外交部档藏：１０５－０００３２－０１，第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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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我们拟即接受过来，与之进行谈判”。① 周恩来之

所以作出上述判断，是因为考虑到目前全盘解决印度

在西藏特权问题依然受客观条件限制。这包括：（１）尚

未充分了解帝国主义遗留的特权；（２）现尚无法解决边

界问题；（３）在某些方面尚须仰给印度；（４）在西藏的暂

时困难地位；（５）国际形势上尚须争取印度合作。但

是，“印方既已提出，同时在事实上某些问题如通商来

往、代表权等，由于我坚持维护国家主权，也时常发生

纠纷，这些纠纷拖下去自亦可以，但现在能解决也未始

不可。如此类纠纷年年不断发生，对我争取印度在西

藏方面和平相处，也可能在坏分子阴谋挑拨下，易趋于

恶化”②。因此，中国政府决定接受谈判。

１９５３年１０月１５日，中国总理周恩来在答复印度

来文的函件中指出：“鉴于双方都需要时间准备，我现

在代表中国政府向阁下建议：中国政府愿意在一九五

三年十二月在北京与印度政府就中印两国在中国西藏

地方的关系问题，举行商谈。我深信中印两国在中国

西藏地方尚未解决的问题，将在平等、互利及相互尊重

领土主权的友好合作的基础上，获致妥善的和合理的

解决。”③

１９５３年１２月３１日，中国总理周恩来在接见印度

政府谈判代表团时，第一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

指出：“两个大国之间，特别是像中印这样两个接壤的

大国之间，一定会有某些问题。只要根据这些原则，任

何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可以拿出来谈。”④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标志着谈判正式开始。经过

谈判，１９５４年４月２９日，中印两国签订《中华人民共和

国、印度共和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

和交通协定》，同时印度全权代表赖嘉文和中国全权代

表章汉夫互换照会一份。

客观的说，此次谈判中国政府对印度在西藏的权

益是作了一定的照顾的。比如，双方设立的商务代理

处名义上是中国三个对印度三个，后来实际中并非如

此。又如中国在西藏阿里地区指定１０个地方作为向

印商开放的贸易市场，而印方却未指定相应的市场。

再如，印度在驻藏机构中一直留有电台，双方商务代理

处的职权范围并未作出明确规定，这些问题造成后来

的许多扯皮。⑤

总体来说，“协定”和换文“清除了过去英国侵略我

国西藏过程中遗留下来的特权的痕迹”，“并在平等互

惠的基础上确定了促进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

商贸易及便利两国人民的互相朝圣和往来的各项办

法”，“为中印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奠定了新的

基础”⑥。中印两国在西藏地方的关系出现了重大的嬗

变。

四、结语

１９５０年代前期中印关于“谈判解决”印度在藏特权

问题的交涉历程，展示了两个新独立的东方大国维护

国家利益过程中寻求张力与平衡的逻辑，其揭示的历

史经验和现实启示值得我们认真地研究和总结。择其

要者列述如下：

第一，中印两国都致力于在双边和国际事务中建

立和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这为问题的解决奠定了基

础。中印两个刚刚从西方殖民枷锁中解放出来的东方

大国，在建交初期虽然在“西藏问题”上有过冲突，但相

互支持、彼此合作是主流。在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特

别是在朝鲜问题上，中印两国积极配合，建立了一种理

解和信任的气氛，推动了两国关系的发展。⑦ 对于印度

在藏特权问题，中印两国是把它放在国际合作的大框

架中进行考虑的。１９５３年１２月２１日，中国总理周恩

来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时，赖嘉文称：“鉴于美国

正在大力设法挑拨中印关系，尼赫鲁总理希望中印间

关于西藏问题的谈判可以很快就成功，因为这样就可

以表示中印间是没有什么困难与分歧的”。对此，周恩

来指出：“关于西藏问题，这是一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

题，我们应该相信，中印两国是可以取得一个新的解决

的，因为这个问题，只是由于局势的变化，需要重新调

整一下而已。这样一个新的解决可以向世界，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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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表示我们亚洲国家和人民是团结的。”①中印两国

致力于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为印度在西藏地方特权

问题的谈判解决，提供了机遇。

第二，中印两国都坚持通过政治对话和外交谈判

的方式处理历史遗留问题，这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保

证。从印度政府提出特权要求到中印举行谈判，自始

至终中印两国都主张通过谈判方式解决问题，虽然双

方的出发点和用意不同，但是和平协商的基调始终没

变。作为和平协商的成果，“中印协定为用和平谈判方

式解决国家间问题树立了一个范例，消除了我周边邻

国如尼泊尔、缅甸、巴基斯坦、锡兰（现斯里兰卡）、阿富

汗等国对中国的疑虑”②。

第三，中国政府采取了务实的态度———既有坚定

的原则立场又有灵活的处理方式，这推动了解决问题

的进程。印度在藏特权的存在，严重损害中国国家主

权和民族尊严，对此，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态度是明确而

坚定的，即坚决予以废除。但与内地直接废除帝国主

义在华特权不同的是，中国政府对印度在藏特权采用

了逐步加以解决的办法。在具体解决问题的各个阶

段，这种务实的处理方式，破解了“废权”进程中的种种

妨碍，使之未脱离公正、合理的轨道，并最终使中印在

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而这一突

破，既为中国中央政府确立对于西藏地方完全、完整和

独立、统一的主权铺平了道路，也为中印关系的健康发

展确定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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